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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分子人类学研究的人文意义 
周建新 

（广西民族学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 南宁 530006） 

 
提 要：分子人类学研究的相关成果，对文化人类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可以以生命遗传的科学

结论，进一步印证或否定文化人类学的相关研究成果，使文化人类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建立在更加科

学的基础之上；二是可以从生命遗传科学的角度，证明世界各民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我们

生活的世界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纯洁的种族或民族。人类共同“走出非洲”假说的成立，证明世

界上不同的种族或民族，在起源和生命遗传上是有交融的。我们既然从生命遗传上都可以融合，那

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从文化特质上进行交融，这一点对于我们认识多民族的人类世界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文化人类学反对各种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最为重要的科学依据。另外，作者提出环境和文化是

否对人类遗传特征构成影响的问题，供学界同仁讨论。 

 
分子人类学是人类学研究领域，一个新兴的学科分支。此分支的研究对象、方法、途

径等与普通的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有质的区别。传统的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往往注重

文献资料和口传历史等，提倡田野调查，想从各民族的口传历史或文化“残余”中，寻找

昔日的辉煌或重塑历史。但这种传统的研究方法，在研究各民族起源等远古历史问题时，

有着明显的缺陷，因为其基础往往是建立在归纳和推理之上的。分子人类学研究的兴起，

为弥补文化人类学的这些不足，提供了可能。由于其研究成果是建立在生命遗传科学的基

础之上，因此对文化人类学长期难以解决的各民族起源问题，有着重大的人文意义。 
目前，我国虽然在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上，有了一些新的发展，但以分子人类学研究

为龙头，进行多学科交叉与整合综合研究的机构还没有。“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

的成立，必将在我国人类学研究领域取得领先地位，并成为分子人类学研究率先成立的重

要研究基地。 
分子人类学的研究自然有着其无可替代的生命科学价值，但针对文化人类学而言，它

的研究成果同样有着非常重大的人文意义。笔者认为，从文化人类学视角看，分子人类学

对文化人类学研究有以下两点重要意义：一是为文化人类学的相关研究成果提供新的生命

遗传科学证据。通过科学的结论，使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更加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二

是通过生命遗传科学的结论，证明人类在生命遗传特征上是相互交融的，表面上共同文化

特征的族群，可能由不同遗传特征的群体组成；实质上具有共同遗传因子的族群，可能并

不具有共同的文化特征。不同种族和民族的人们是可以通过通婚实现遗传因子结合的，世

界各民族是可以友好共处的，各种文明是不需要通过“冲突”才能走向“和平”的，各民

族文化是完全可以共生而互不相害的。 
一 

人类起源和迁徙过程是无数科学界先人孜孜以求，不懈探索的问题。 
过去，我们依据考古学证据，民间文学证据，对人类起源和迁徙问题进行研究，但由

于受到研究材料年代久远，不易获得，信息量少和研究方法有较强的主观性，标准不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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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不利因素的限制，人们已经意识到单纯使用传统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手段来研究人类的

起源和迁徙问题是远远不够的。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理论和技术在二十世纪的后五十年里

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一系列的研究成果表明，人类自身包含的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忠实

的记录了人类历史上众多事件，研究现代人类的起源和迁徙问题的最佳证据将来自现代人

类本身。这为我们研究人类的起源和迁徙问题开辟了一个更加科学的领域。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遗传学证据支持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即所谓的“走出非洲”假

说。这对文化人类学相关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在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研究中，我们经常探讨各民族的族缘问题，有时针对某个民

族的族缘问题争论不休，但最终似乎谁也说服不了谁，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的结论大

多是通过各民族的历史传说和相关历史文献而得出的，有些甚至是通过推理而得出的，因

此谁也没有令人信服的科学根据。 
而分子人类学为研究群体遗传学，特别是人类起源与迁徙，提供了更加科学的根据。 
如果我们把从长江流域挖掘出土的古人类遗骸与现代苗瑶人群进行 DNA 比较研究，

发现了两者之间的一致性。这就可以进一步证明，我国古代传说的苗瑶起源于长江流域的

说法是正确的。 
当然，这里笔者无意过分强调分子人类学的参考价值，更无意否定文化人类学传统研

究方法和理论的科学性，而且笔者确信，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是其他学科无法替

代的。只是在出现争论的时候，我们无法从文化人类学本身研究的领域再找到更加充分的

证据，来说服别人。过去，这样的争论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分子人类学研究出

现以后，许多科研成果从生命遗传的科学角度，确认了各文化族群之间的生命遗传联系，

甚至从考古挖掘出的古代人类遗骸中，找到了其与现代人类生命遗传的 DNA 联系。这些

研究成果的出现给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一方面使过去已有的一些研究成

果更加令人信服，给文化人类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更加广泛的科学证据，使文化人类学的相

关研究有了更加科学的依据。另一方面，有些相关研究成果，否定了个别过去文化人类学

的研究成果，有些是根本性的否定。这对文化人类学的一些研究成果产生动摇，也使得许

多学者一时难以接受分子人类学的相关研究成果。但科学毕竟是科学，我们不能够用怀疑

代替科学。 
复旦大学金力教授及其学生，在分子人类学研究领域的许多成果，为我国文化人类学

关于各民族起源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生命遗传科学的证据。 
二 

笔者认为，以下将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具有重大人文意义。 
我们在从事田野调查中，经常发现一种现象，即有些被证明不是某个族群的人们，他

们坚定地认为，自己是那个族群的一分子。虽然，我们是通过家谱，或者其他历史材料证

明这一切的，似乎是缺乏科学权威的。但是，现在我们进一步通过分子人类学的手段证明，

事实的确如此。 
上海复旦大学的李辉博士在广西做田野调查时，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件事。他在为一个

家庭所有成员做过血样分析后，发现这个家庭的长子不具有这个家庭父系的生命遗传因

子，但这是一个和睦的家庭。显然从文化人类学研究的角度，这个家庭有一个不为人知的

浪漫故事，而这一切是通过分子人类学的科学结论所发现的。我们以职业的道德和良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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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打破这个秘密，但推而广之，假如我们从一个大的族群或一个大的民族来看，同样的情

况也是普遍存在的。 
笔者在从事中越中老跨国民族的研究中，就发现许多族群的内部成分是复杂的，但他

们却有着共同的文化认同；有些族群之间，本来是有着共同的渊源关系的，但彼此之间在

文化上却相去甚远。金力教授及其学生已经从基因组上证明，汉族与藏族的主体是有非常

相近的同源关系的，都是古代氐羌部族分化形成的。由此可见，生命遗传特征与文化特征

之间的关系是没有必然联系的，他们之间所表现出来的世相是丰富多彩的。因此，我们从

世界上现存的大的民族来看，毫无疑问，已经没有任何纯洁的种族或民族存在了。过去，

由于文化特质的相同或相似，掩盖了族群生命遗传成分的复杂性，种族主义者或民族主义

者可以以纯洁种族或民族为诉求，制造种族仇恨，煽动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即使在今天，

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仍然在世界各地横行。 
分子人类学研究的兴起，其成果以无可辩驳的科学结论，否定了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

泛滥的思想基础。分子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是反对任何形式种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一把

科学利剑。 
三 

生命遗传因子是与生俱来的，是先天的因素，社会文化传统是后天习得的，是后天的

因素。这是我们普遍接受的观点，但我们也的确看到一些环境和文化因素影响人类体质变

化的表征。例如，一个农耕民族的孩子，从小被一个游牧民族的家庭带大，其在体毛发育

等方面与原有家庭成员的体质特征有较大差异。 
在讨论分子人类学对文化人类学研究重要意义的同时，笔者最后想提出一个曾经被否

定的简单的问题，但又是人们普遍关心而难以得到准确回答的问题。在本次会议的议题中

有一个内容是“人群体质特征和遗传特征的相关性研究”，由此，笔者再次想到了环境和

文化对人类遗传体质特征的影响问题。有句英文说“We are what we eat”，似乎很有道理，

笔者想问“长久的环境和社会文化活动是否会影响人的生命遗传因素？” 
 
 
 


